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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制定到空间重构：企业参
与行业标准制定对跨区域投资的影响

梁若冰　胡文君　刘睿蕾　汤　韵*

摘要：企业在依托跨区域设立子公司实现边界扩张时，实质上面临内部

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权衡。本文考察了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两

类成本及异地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显著促进了企

业的异地投资。机制分析表明，该效应主要源于内部组织管理的优化，通过

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劳动配置效率及强化质量控制能力，降低了跨区域经营

的组织成本；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并未因标准制定发生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

显示，行业标准制定对成熟期企业及高管理费用企业的异地投资推动作用更

为突出。此外，异地客户与供应商能够替代子公司的市场开拓与供应链管理

职能，降低了企业通过内部化方式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必要性。并且，标准主

导企业在跨区域扩张中对跟随企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本文首次将标准

化活动纳入企业边界理论框架，既为理解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如何驱动异地投

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十五五”规划下坚决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

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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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全球化与要素流动加速的背景下，资本跨区域配置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企业作为资本流动的核心载体，其跨地区设立子公司是实现边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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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式。现有研究通常从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解释企业的跨

区域投资行为（Dunning， 1981）。其中，内部化优势理论认为，企业通过设立异地子

公司能够将原本需在外部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①，从而降低搜寻、议

价以及监督等外部交易成本（Coase， 1937）。然而，设立异地子公司也会增加组织

管理负担，包括协调成本、代理问题和文化摩擦（朱凯等， 2019）。因此，企业边界

的扩张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之间的相对变化。

2000~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呈现明显的跨区域扩张趋势。平均异地子公司数

量由 2000 年的约 1.45 家增加至 2022 年的 11.25 家，异地子公司占比由 2000 年的

24.62% 提高至 2022 年的 46.28%②。这一趋势不仅是企业自发的战略选择，更是中

国长期致力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③，这为资本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提供

了制度保障。

已有研究表明，自然、技术和制度等因素会影响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决策

（赵丽和路一帆，2024）。在自然因素方面，空间距离会造成地区间的地理分割，而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提升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可行性

（王媛和唐为，2023；马光荣等，2020）。在技术因素方面，不同地区的技术条件若存

在差异，企业通常需要投入设备改造、人员再培训或系统对接等额外成本。孙耀吾

和曾德明（2005）的研究表明，高技术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能够通过标准合

作形成“虚拟集群”，实现技术协同，进而提升市场拓展能力。在制度因素方面，地

方政府可能基于区域利益实施地方保护，增加外来企业的制度适应成本。相应地，

提高投资目的地的数据开放水平（彭远怀和胡军，2024）以及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张腾等，2025），有助于降低制度壁垒，改善外来企业的经营环境，从而促进异地

投资。

当前，“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

点”，其关键在于“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行业标准作为统一的技术规范和市场

规则，为跨区域投资提供了共同的“技术语言”，通过在人力管理、质量控制、信息传

递和文化规范等方面提升企业内部一致性，增强了企业在不同区域高效复制既有

经营模式的能力（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因此，行业标准日益成为推动要素市场

①　例如，大型漫画公司通过内部化动漫产业链，形成从创意到产品的完整价值链。其组

织结构包括漫画子公司、动画子公司、电影子公司、技术部门、财务部门、衍生品子公司与营销

部门（余吉安等，2024）。

②　异地子公司在企业组织结构中的占比逐渐稳定，显示跨区域布局已成为企业常态性的

战略选择。

③　详见：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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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提升跨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基础。

然而，标准化对异地子公司设立亦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

后，通过标准扩散，能够确立行业领先地位，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吸引更

多合作机会，从而以更低成本实现外部协调，减少依靠设立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必

要。同时，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叠加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垄断（Galetovic 等，2015），

可能增加技术摩擦和制度性壁垒，从而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

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如何影响这两类成本及其异地投资决

策。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异地投资。机制分析显

示，这一促进效应主要源于内部组织管理的优化，包括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劳动力

配置效率及强化质量控制能力，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并未因标准制定而发生显著

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处于成熟期或管理费用较高的企业，行业标准制定对

其异地投资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异地客户和异地供应商可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子公司的市场拓展及供应链管理职能，进而降低企业通过内部化外部交易节

约成本的必要性，弱化其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内生需求。并且，标准主导企业在异地

投资方面对跟随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企业异地投资影响

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已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马光荣等，2020）、财税激励（谢贞

发和王震，2025）、非正式制度（曹春方等，2019）以及技术进步（于斌斌和刘晓佳，

2026）等角度解释企业异地投资行为，而本文则从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视角切

入。尽管何凡等（2024）也关注了标准化与异地投资的关系，但该研究围绕物流标

准化政策展开，分析外生行业标准如何通过降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引导上市公司

将子公司布局于试点城市，反映的是标准化政策对企业区位布局的间接影响。本

文则侧重于企业主动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行为，分析其如何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

本来影响异地投资决策，二者在作用机制上存在明显差异。

第二，丰富了企业标准化行为相关的经济效应研究。现有文献在探讨企业参

与标准制定的经济后果时，主要关注其对成本弹性（祝继高和梁晓琴，2022）、研发

投入和创新产出（刘小鲁，2018；崔维军等，2022；王嫒名和祝志勇，2023）、ESG 表现

（王彧等，2025）、产品质量（周慧等，2023）以及国际贸易绩效（崔晓敏等，2024；宋玉

华和江振林，2010；孙浦阳，2025）等方面的影响，但均未涉及企业异地市场拓展这

一议题。本文将企业主动标准化行为与异地投资相结合，填补了相关研究方向的

空白。

第三，本文首次将行业标准制定纳入企业边界理论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获得

支持性证据，为企业内部治理优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学术基础。具体

而言，本文构建了“标准制定—内部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异地投资”的系统

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异地投资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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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主要源于内部组织管理的优化，包括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

以及强化质量控制能力，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并未因标准制定而发生显著变化。

这一发现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标准制度推动要素全国流动的战略目标高

度契合，从而兼具理论深化与实践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企业边界理论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区域多元化是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战

略选择（Hitt 等，1997）。受本地市场偏好与市场分割双重因素影响，企业在异地经

营时面临制度性壁垒。根据 Coase（1937）的企业边界理论，企业在扩展边界时需要

在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企业通过设立异地子公司，将

原本依赖外部市场完成的部分活动纳入内部体系，从而降低信息搜寻、议价与合同

制定、合同执行与监督及适应与调整等市场交易成本（赵春明等，2025；曹春方等，

2019；周冬华和万贻健，2025；曹春方等，2015）。另一方面，业务内部化也可能带来

新的负担。随着组织边界的扩张，企业需要承受更高的管理与协调成本，包括沟通

滞后、信息失真及反馈效率下降等问题（Kang 和 Kim，2008）、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

代理问题（戴云，2018）以及跨区域的业务整合引发的文化摩擦与冲突（Ahern 等，

2015）。最终，如图 1 所示，企业边界的适度规模取决于下降的市场交易成本曲线

S1 与上升的组织成本曲线 Q1。当内部化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倾向扩大

边界；反之，会缩小边界。企业组织边界的最优点出现在 S1 与 Q1 的交会点 A 处，该

点对应的横坐标为异地扩张程度 a，此时企业承担的总成本达到最低水平 a'。因

此，企业在 A 点能够平衡市场交易与内部化成本，从而最小化总体成本，并达到异

地扩张最优规模。

图 1　市场交易成本、组织成本与企业边界的最优规模

资料来源：作者手工绘制。

161



2026年第5期

（二）行业标准与异地投资

1. 行业标准、组织成本与异地投资

行业标准具有显著的内部治理效应。本文将这种由标准推动的治理改进概括

为“内部一致性”的提升。所谓“内部一致性”，是企业在管理与技术两大核心维度

上形成稳定、可复制的统一规则，从而使总部与子公司在人力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关

键环节保持高度一致。

在人力管理方面，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尤其是管理类标准，有助于提升整

体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并在成本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减少重复设置

和不必要的人力投入，降低总体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使各地子公司能够在统一框

架下开展招聘、培训与绩效考核，从而促进集团内部成本管理在不同层级和不同区

域之间的协同与一致性，进而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随意性和效率损失（张宝

友等，2019）。在质量控制方面，技术类标准有助于推动各部门采用统一的接口协

议和工艺流程（戚聿东等，2022；刘永冬和任声策，2023），并借助标准化的生产检测

与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不同地区产品在可靠性和一致性方面达到同等水平。

在信息传递方面，行业标准通过明确数据采集、报告格式、信息共享和沟通规范等

要求，促使企业优化信息系统与数据管理流程，保证各部门、子公司及生产线的信息输

出遵循统一标准，从而减少信息失真、传递延迟和不可比等问题（肖红军等，2024）。在

企业文化层面，行业标准通过界定行为准则、价值导向和合规要求（Whittlestone 等，

2019），为内部文化建设提供清晰指引，有助于降低组织内部的文化认知差异。

综上所述，行业标准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强化“内部一致性”，从而降低

组织协调成本，增强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动力。如图 2所示，集团组织成本曲线由

Q1 下移至 Q2，其与市场交易成本曲线 S1 的均衡点由 A 点移至 B 点。此时，集团总成

本曲线表现为 Cost1，在原异地发展程度 a 处对应的总成本 a1'高于最优水平。因此，

集团存在将总成本从 a1'降至最低点 b'的动机，异地发展程度也将由 a扩大至 b。

图 2　行业标准、组织成本与异地投资

资料来源：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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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可能增加其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数量。

2. 行业标准、市场交易成本与异地投资

行业标准不仅具有内部治理效应，还是一种重要的外部制度安排。企业在参

与行业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可以将其在技术研发、生产实践和市场运作中积累的经

验性知识，上升为具有普适性和可复制性的行业规范，从而在标准体系中逐步形成

制度性话语权，并获得一定的主导地位。

“引领者”形象有助于提升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认可度。首先，参与标准制定

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利润水平（熊文等，2022），并在海外市场中占据更大的市场

份额（周青等，2024）。这些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寻找新交易对象、开展合同谈

判及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方面所需付出的成本。其次，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还能显著

提升企业在媒体中的曝光度（王彧等，2024），进而增强其市场知名度和社会认可

度，使潜在客户更倾向主动选择相关企业，从而降低企业在自我宣传和资质证明方

面的投入。此外，若资本市场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视为一种积极信号，分析师可能

据此形成更为乐观的预期，或将其作为补充信息纳入预测模型，从而提高对企业未

来股价走势预测的准确性。

综上，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其通过设立异地

子公司实现内部化的必要性。如图 3 所示，该过程使市场交易成本曲线由 S1 下移

至 S2，其与组织成本曲线 Q1 的交点也相应由 A 点移至 C 点。此时，集团总成本曲

线为 Cost2，原异地发展程度 a 对应的总成本 a2'高于最优水平。因此，企业存在将

总成本从 a2'降至最低点 c'的动机，其异地扩张程度也由 a 缩减至 c。

图 3　行业标准、市场交易成本与异地投资

资料来源：同图 1。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2：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可能减少其设立异地子公司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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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lnFlowit = β0 + β1 × HStandardit + γΧ it + λi + ϕt +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Flowit

①为第 t 年上市公司 i 在异地已设立的所有子公司数

量的对数，关键解释变量 HStandardit 为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指标，具体参照祝继

高和梁晓琴（2022）的研究，度量如下：

HStandardit = (HNewStandardi t-2 + HNewStandardi t-1 + HNewStandardit )
TotalAssetit

× 108 （2）
首先，分子为 HNewStandardit、HNewStandardi t-1 和 HNewStandardi t-2 之和，表示企

业 i 在 t、t-1、t-2 年度内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数量之和②。鉴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

司本质上是企业集团拓展组织边界的行为，因此，研究所使用的行业标准数据不仅

涵盖上市公司本身，还包括其所控制的子公司，从而确保数据统计口径均为集团层

面。然后，将分母除以企业总资产规模，以控制不同企业因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

最终，形成变量 HStandardit，衡量企业 i 在 t 年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水平。本文还选

择 5 年作为行业标准发挥作用的有效期限③，用于稳健性检验，从而降低不同标准

效用期间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控制变量参考曹春方（2015）等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

（Roa）、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企业年龄（Firmage）、现金流（Cashflow）、

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两职兼任（Dual）、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股权集中度（Top1）和产权性质（Soe）。另外，考虑到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

定和异地投资可能受到政企关系的影响，控制变量还加入了高管政治关联（Pc）、政

府补助占营业收入比例（Subsidies）和税收优惠（Taxrefund）。此外，λi 和 ϕt 分别代表

公司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并将标准误聚类到个体层面。主

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附表 1、附表 2 及附图 1④。

①　需说明，异地子公司数量仅能反映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广度，而无法反映投资的强度。

然而，子公司注册资本、资产总额等更能体现投资规模的指标缺失严重，故现有研究仍普遍以

异地子公司数量作为衡量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主要代理变量（马光荣等，2020；范子英和周

小昶，2022；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李逸飞等，2025）。

②　依据《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相关部门和机构会对标准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年。

t年及前两年（t-2、t-1）发布的行业标准在 t年均处于有效期内，对当期具有技术规范与管理效力。

③　稳健性检验部分，更换分子为 t 年及前四年（t-4、t-3、t-2、t-1）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数

量总和。

④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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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2008 年是中国标准化

工作改革的关键期，这一年国家加快推进标准管理办法的修订，围绕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开展了众多标准化建设工作，各地方政府也

自这一年起出台更多措施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对标和制标工作。

本文采用多维度数据，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一是母公司财务数据。该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涵盖母公司的资产规模、资

产利润率、成立时间和注册地址等关键信息。

二是子公司数据。该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首先，整理母公司年报中的“长期

股权投资”科目附注，提取母公司参控股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注册资本和成立时

间等信息。然后，据此识别注册地与母公司不在同一城市的子公司，将其界定为异

地子公司。最后，基于年份对每家上市公司每年新增或存续的异地子公司数量进行

加总。

三是企业标准数据。首先，从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①上整理出中国每年

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信息，包括标准起草单位、标准名称、标准

号、发布年份、技术归口单位等。然后，鉴于设立异地子公司本质上是企业集团拓

展组织边界的行为，将标准起草单位字段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名单进行匹配，得

到参与标准制定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名单。最后，结合标准正式发布的时间，在

企业集团层面加总出每年各上市公司参与制定的标准总数。上述匹配过程由中国

开放数据平台进行整理。

四是异省份客户数据。本文在构建上市公司异省份客户数据时，使用了两套

数据进行交叉匹配。第一套数据来自工商注册企业客户信息数据库，共包含

1588334 个观测值，涵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客户名称及对应的销售金额等；第二套

数据为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包含上市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股票代码

等。首先，利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将工商注册企业客户信息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从而识别与上市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的客户，共获得 8756 个有效匹配样本。

其次，借助高德地图应用程序接口（API），基于客户名称提取客户所在省市信息。

最后，剔除与上市公司位于同一省份的客户后，按“企业—年份”维度对客户数量与

销售金额进行汇总，形成上市公司异省份客户数据库。

五是异省份供应商数据。本文在构建上市公司异省份供应商数据库时，使用

了两套数据进行交叉匹配。第一套数据来自工商注册企业供应商信息数据库，共

包含 1121679 个观测值，涵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供应商名称及对应的采购金额等；

①　该平台涵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和国际标准的众多信

息，详见：https：//std.sam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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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数据为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包含上市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股

票代码等。首先，利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将工商注册企业供应商信息与上市公司

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识别出与上市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的供应商，共获得 9412 个有

效匹配样本。其次，借助高德地图应用程序接口（API），基于供应商名称提取供应

商所在省市信息。最后，剔除与上市公司位于同一省份的供应商后，按“企业—年

份”维度对供应商数量与采购金额进行汇总，形成上市公司异省份供应商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金融行业企业，因为金融行业企业与其他行

业企业的财务指标不具有可比性；剔除 ST、ST*和 PT 企业，因为其在样本期间存在

交易状态异常，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不准确；剔除在样本期间退市的企业；剔除 IPO
当年及以前的数据，因为这类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较差；剔除存在变量数据缺失

的企业。经过上述筛选程序，最终共获得 19455 个观测值。本文对基准回归中的解

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前后各 1% 水平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异地投资之间关系的逐步回归结果。第

（1）列在控制个体、时间固定效应及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成长性、

企业年龄、现金流等企业基本特征后，核心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且显著。第（2）列

进一步加入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两职兼任等公司治理变量。第（3）列继续

纳入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产权性质等所有权结构变量。考虑到企业跨区

域投资行为和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可能均与政府关系密切，第（4）列进一步加入高管

政治关联、政府补助占比、税收优惠等政企关系变量。在逐步回归过程中，核心系

数始终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经济意义上看，控

制最严格的第（4）列系数表明，若企业的资产规模为 1 亿元、近三年累计新增 1 项行

业标准时，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水平增加 1 个单位，企业异地子公司数量增加约

45.50%①。为更具象化地理解，已知企业平均异地子公司数量为 10 个②，若企业参

①　关于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水平增加 1 个单位的理解：模型设定部分详细介绍了“企

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水平”的度量方法，根据指标内涵可知，该指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含义因

企业规模而存在显著差异。以资产规模为 1 亿元的企业为例，若近三年累计新增 1 项行业标

准，则参与水平增加 1 个单位，对应的异地子公司数量预期增长约 45.50%（e0.375-1≈0.455）。当企

业总资产扩展至 10 亿元时，则需在三年内累计新增 10 项行业标准，其参与水平才会增加 1 个单

位，在此情形下，若仅新增 1 项行业标准，参与水平仅增加 0.1 个单位，对应的子公司数量增长约

3.80%（e0.375*0.1-1≈0.038）。进一步地，对于总资产为 50 亿元的企业，近三年需累计新增 50 项行业

标准才能使参与水平增加 1 个单位，因此，若仅新增 1 项行业标准，参与水平仅增加 0.02 个单

位，对应的子公司数量增长约 0.80%（e0.375*0.02-1≈0.008）。

②　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平均数量为 9.6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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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定行业标准水平增加 1 个单位，那么预期异地子公司数量将从 10 个增加到约

15 个①。这反映了企业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的参与度提升会对企业异地扩张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具体的扩张机制后续将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

表1 基准回归

变量

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0.398**

（0.158）
是

是

是

18705
0.153

（2）
0.398**

（0.158）
是

是

是

18704
0.153

（3）
0.363**

（0.161）
是

是

是

17470
0.149

（4）
0.375**

（0.162）
是

是

是

17435
0.15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在个体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设立异地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企

业的管理能力、战略眼光等未被观测的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其行业标准制定参与和异

地投资行为。其次，双向因果也可能存在，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可以扩大其外部影响

力，从而提升其在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内生性问题会导致简单回归无法得到一致

且有效的估计结果。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法，将“同行业企业

参与国家标准的平均数量”作为“行业标准制定水平”的工具变量。表 2 列（3）显示，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工具变

量校准后结论依然稳健。

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相关性。行业标准通常

是在国家标准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调整的，两者在功能上存在重叠②，因而，两者之

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表 2 列（2）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同行业企业参与

①　10*（1+0.455）=14.550。
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其中，在法律效力层级上，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是国家标准化体系

中最具权威性和约束力的标准类型。《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和第二十一条分别

指出，“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并与有关标准协调配套”、

“起草行业标准应当与已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避免交叉、重复和矛盾”和“行业标准在

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自行废止”。这些政策规定清晰地确

立了国家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为实践中处理标准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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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的平均数量”对“行业标准制定水平”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水平上为负，验

证了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66.750，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21.224，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满足相关性要求。

第二，外生性。与行业标准相比，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更加严格、层级更高。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并组织起草、征求意见和技

术审查，再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立项审查、编号和对外通报，最终由

国务院批准发布或授权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则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直

接组织制定并公布。在这一过程中，单个企业难以对标准的整体方向产生实质性

影响。此外，国家标准具有更强的公共属性，多为行业基础性的最低要求，旨在提

升整体规范水平，而非面向某一家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技术利益。

第三，排他性。本文选择“同行业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其加总对象是国家标准而非行业标准，这与将企业层面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数量简

单汇总到行业层面的做法有所不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一是排除企业个体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渠道。同行业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可能提升企

业个体在国家标准制定中的参与程度，从而影响异地投资。为检验这一渠道，加入

了企业个体的国家标准参与变量。从表 2 列（4）可见，该变量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并

不显著。二是排除知识溢出或产业集群渠道。同行业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可能

通过知识扩散或产业集聚效应影响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对此，进行了两项处理。

一方面，如果工具变量确实能够带来知识溢出，应体现在专利他引或创新边界扩张

等技术扩散指标中。然而，表 2 列（6）和列（7）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在这些模型中

均不显著，说明其对企业技术扩散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在工具变量回归中控制

了创新产业集群政策试点和数字产业聚集水平，以进一步排除工具变量通过产业

集群渠道影响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可能性。三是采用证伪检验。在全样本中，表 2 列

（1）显示简约式结果为显著负值，说明行业内国家标准参与度越高，企业越不倾向

进行异地投资，这与第一阶段中替代效应的逻辑一致。但将样本限制为从未参与

过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时，表 2 列（5）显示工具变量对异地投资不再具有显著影

响，与排他性条件的要求一致。

表2 工具变量

同行业企业参与国

家标准的平均数量

-0.025**

（0.011）
-0.003***

（0.001）
0.005

（0.016）
-0.000

（0.002）
0.006

（0.004）

变量

（1）
异地子公司

数量的对数

简约式

（2）
行业标准

制定水平

第一阶段

（3）
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对数

第二阶段

（4）

排他性检验

（5） （6）
知识溢出

专利他引

（7）

创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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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国家标准制定水平

原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创新产业集群政策

试点

数字产业聚集

水平

样本量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是

是

是

是

是

15957

是

是

是

是

是

15957
66.750

21.224

9.562**

（4.562）

是

是

是

是

是

15957

0.047
（0.080）

是

是

是

是

是

15957

是

是

是

是

是

7659

是

是

是

是

是

11569

是

是

是

是

是

5152

（续）

变量

（1）
异地子公司

数量的对数

简约式

（2）
行业标准

制定水平

第一阶段

（3）
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对数

第二阶段

（4）

排他性检验

（5） （6）
知识溢出

专利他引

（7）

创新边界

注：同表 1。

2. 企业实力的内生性

第一，自选择偏差。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通常本身具有较强的实力，这

可能使它们的异地投资增加并非由于参与标准制定本身，而是企业实力所驱

动。为解决这类自选择偏差问题，采用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的方法

构建与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在协变量的取值上极为相似的控制组，从而实

现变量选择近似随机的目的。首先，进行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匹配变量与先前

控制变量保持一致①，共获得了 8893 个企业样本。然后，采用熵平衡匹配，在选

择最优权重时，同时考虑协变量自身和各个变量之间的二次项、三次项及交叉

项。表 3 的列（1）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是熵平衡匹配还是逐年倾向得分匹配

①　匹配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成长性、企业年龄、现金流、董事

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情况、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产权性质、高管政治关

联、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并剔除了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的样本数据，因为这四年

未通过匹配检验。

169



2026年第5期

后的回归结果，行业标准制定水平系数均在 5% 的置信水平上为正，与前文结果

保持一致。

第二，样本选择偏差。在本文的子公司数据集中，部分企业没有异地投资的

数据，若直接在该情形下进行回归，可能忽视未进入样本群体所包含的信息，从

而导致样本不具代表性。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选择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因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核心在于

清理和约束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这与企业异地投资

行为密切相关。在第一阶段选择方程中，以“异地子公司数据是否存在取值”为

因变量①，结合前文控制变量及外生变量进行 Probit 回归；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将

第一阶段所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纳入模型。实证结果如表 3 列（3）所示，

外生变量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向影响，验证了其相关性。同时，IMR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选择偏差确实存在。在控制选择性偏差后，企业参与行

业标准制定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进

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第三，剔除头部企业。本文还尝试剔除了资产规模及产品定价处于样本分

布上端的“头部企业”。结果如表 3 列（4）和列（5）所示，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仍

保持正向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异地投资的促进作

用并非仅由少数具备突出资源优势或市场地位的企业所驱动，而是在更广泛的

企业群体中具有普遍适用性。上述结果均有效压缩了“企业能力主导”的解释

空间。

第四，按企业规模分组。如果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异地投资的促进作用是由

企业本身较强的实力所引起的内生效应，那么应当预期这一现象在大型企业中更

为显著。然而，表 3 列（6）和列（7）的分组结果显示，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异

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小型企业中更加明显，这进一步排除了企业实力驱动的

逻辑。

3. 政企关系的内生性

在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企业既可能是主动申请参与，也可能是

政府邀约。如果属于政府邀约情形，被邀请的企业通常与政府关系密切。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与异地投资的相关性可能并非源于标准制定本身，而

是反映了政府支持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已经控制了高管政

治关联、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比重以及税收优惠等政企关系指标。进一步地，本

部分根据标准起草单位名录，将同时包含企业与政府机构的标准项目界定为“政

企合作行业标准”，用以度量政府参与下的行业标准制定水平。表 3 列（8）结果显

①　当原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lnFlow 取值不为空时（包括取值为 0），异地子公司数据是否存

在取值等于 1；当 lnFlow 取值为空时（missing），异地子公司数据是否存在取值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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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业参与政企合作行业标准制定与异地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这一发现

表明，政府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并未推动企业异地投资，从而排除了政企关系的内

生逻辑。

表3 考虑企业实力和政府邀请

变量

行业标准

制定水平

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

IMR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熵平衡

匹配

0.383**

（0.168）

是

是

是

17435
0.142

（2）
逐年倾向

得分匹配

0.532**

（0.261）

是

是

是

8834
0.146

（3）
Heckman
两步法

1.189**

（0.499）
-0.122*

（0.065）
3.075***

（1.045）
是

是

是

18114

（4）
按资产规

模剔除

0.374**

（0.162）

是

是

是

11291
0.144

（5）
按定价能

力剔除

0.314*

（0.167）

是

是

是

15189
0.147

（6）
大规模

0.405
（0.386）

是

是

是

8589
0.101

（7）
小规模

0.300*

（0.162）

是

是

是

8727
0.119

（8）
政企

合作

1.624
（1.061）

是

是

是

17435
0.149

注：同表 1。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上述方法，本文还进行了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排除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影响、改变固定效应、改变聚类层级、安慰剂检验等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

健。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3、附表 4 和附表 6。
五、机制分析

（一）组织管理

为了探究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影响其异地设立子公司的作用机制，本文

从成本控制、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质量控制能力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第一，在成本

控制方面，表 4 列（1）至列（3）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标准制定水平对企

业集团、母公司和子公司层面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均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列（4）进一步表明，母子公司之间的人力成本差距显著缩小。这

说明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能够提升管理的规范化程度，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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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投入，另一方面促进集团内部成本管理的协同与一致性。第二，在劳动力配

置效率方面，表 4 列（5）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标准制定显著降低了企

业的超额雇员数量。其原因在于，行业标准制定使企业在岗位设置、工时安排和

人员匹配方面具备更明确的规则和流程，从而提高用工效率。第三，在质量控制

能力方面，表 4 列（6）的结果显示，行业标准制定水平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得政府

质量奖励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有助于企业在不同部门和区

域之间形成统一的接口协议、工艺流程和检测要求，使跨区域产品质量更具一致

性和可靠性。综上，行业标准制定能够全面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强化“内部

一致性”，使企业在管理与技术两方面形成可复制的统一规范，进而降低组织协

调成本，增强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能力与意愿。上述实证结果为研究假说 1 提

供了有力支持。

表4 成本、效率与质量控制

变量

行业标准

制定水平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
成本费用

-217.493**

（90.849）
是

是

是

18108
63.613

22.051

（2）

-78.529**

（33.277）
是

是

是

17839
56.256

22.612

（3）

-119.754*

（63.455）
是

是

是

17838
56.250

22.611

（4）

-113.655*

（58.486）
是

是

是

17838
56.250

22.611

（5）
劳动力配置效率

0.040*

（0.022）
是

是

是

12646
37.788

14.835

（6）
质量控制

1.695***

（0.639）
是

是

是

18109
63.620

22.051
注：同表 1。

（二）市场反馈

为了检验行业标准制定是否会影响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本文从市场需

求、市场关注和信息接收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市场关注度以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

台中报刊财经新闻和网络新闻标题数量之和的对数衡量。信息接收程度采用国

泰安数据库中的两个指标：一是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即最新一次分析师对企业每

股收益预测均值与实际值之间偏差的绝对值，数值越小表示预测越准确；二是乐

观偏差，即预测均值与实际值之差，若为正表示分析师整体高估企业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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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表 5 列（1）和列（2）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标

准制定对企业营业收入和异省份客户销售额均无显著影响，说明行业标准制定并

未有效扩大企业的市场需求规模。第二，从市场关注度来看，表 5 列（3）和列（4）的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标准制定对报刊和网络媒体报道数量不显著，这意

味着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并未吸引更多媒体关注。第三，从信息接收层面来

看，表 5 列（5）和列（6）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标准制定既未促使分析师对

企业形成乐观预期，也未提升其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准确性，这说明行业标准

制定并非资本市场分析师开展预测工作的重要参考信息。综上结果可见，行业标

准制定并未带来明显的市场层面反馈，因而无法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交易

成本，企业仍然有动机通过设立异地子公司来内部化外部成本，从而排除了研究

假说 2。
表5 市场需求、媒体关注和分析师预测

变量

行业标准

制定水平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
市场需求

营业收入

-1480.680
（2317.493）

是

是

是

17804
63.341

22.003

（2）

异省份客户

销售额

-2083.003
（2131.850）

是

是

是

18109
63.620

22.051

（3）
媒体关注

网络媒体

报道

-3.030
（3.858）

是

是

是

18068
64.439

22.293

（4）

报刊和网络

媒体报道

-5.656
（4.343）

是

是

是

17796
59.850

20.615

（5）
分析师预测

分析师预测

准确度

11.472
（15.291）

是

是

是

12175
22.151

9.220

（6）

分析师乐

观偏差

6.691
（15.183）

是

是

是

12175
22.151

9.220
注：同表 1。

六、异质性分析

（一）生命周期

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营状态与战略重心。根据表

6PanelA 的列（1）、列（2）和列（3）的回归结果可见，仅在列（2）中，当企业处于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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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业标准制定水平对异地子公司设立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可

归因于企业在成熟期已基本度过早期的高风险存续阶段，转而进入稳健盈利和持

续发展的稳定阶段。在此阶段，企业的管理重点逐渐由生存导向转为技术流程优

化与人力资源管理完善。在这一背景下，行业标准所体现的一致性与规范性能够

更好地契合成熟期企业的需求，从而有效降低内部组织与协调成本，并进一步增强

企业在扩展集团边界的能力。因此，相较于成长期与衰退期，行业标准制定在成熟

期对企业异地投资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

（二）异地市场

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核心职能之一在于承担销售与市场开拓任务。作为进

入新市场的前沿阵地，子公司主要负责本地化的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及售后服

务，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市场渗透。表 6PanelB 列（1）的回归结果表明，当企业存在异

省份客户时，行业标准制定水平对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影响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为

负。其原因在于，异省份客户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在目标市场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客

户基础，从而降低了寻找新交易对象的信息搜寻成本。同时，既有客户关系亦有助

于企业在异地市场确立竞争地位与议价优势，缩短契约谈判周期，降低议价与合同

制定成本。若保持内部组织成本不变，上述两类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削弱了

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必要性。可见，异省份客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子公司

的部分市场职能。相反，表 6PanelB 列（2）的结果显示，在没有异省份客户的情况

下，行业标准制定水平与异地子公司数量之间的关系转为正向，并在 1% 显著性水

平上成立。这意味着，若保持内部组织成本不变，缺乏异省份客户会使企业面临较

高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为了将这些交易成本内部化，母公司更倾向与通过设立异

地子公司来实现异地市场渗透。

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另一核心职能在于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异地子公司

通常作为供应链整合的关键节点，承担原材料采购、零部件供应、仓储管理及区域

物流配送等任务。表 6PanelB 列（3）的实证结果显示，当企业存在异省份供应商

时，行业标准制定水平对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影响在 5% 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其原

因在于，一方面，广泛分布的异省份供应商网络能够分散单一供应商违约对生产

所带来的冲击，从而降低合同执行与监督成本；另一方面，在面对地区政策调整或

供应链波动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时，成熟的异省份供应商合作网络使企业能够更

灵活地调整采购策略，从而有效降低适应与调整成本。若保持内部组织成本不

变，上述两类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削弱了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必要性。

可见，异省份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子公司的部分市场职能。与此相对，

表 6PanelB 列（4）的结果显示，在没有异省份供应商的情况下，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对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影响转为正向，并在 5%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若保持内部组

织成本不变，缺乏异省份供应商使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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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的内部化，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设立异地子公司来保障供应链稳定与物流

效率。

（三）管理费用

从组织管理维度来看，管理费用本质上反映了企业为维持日常运转和组织管

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体现了其在内部治理、资源协调与运营支持方面的支出。表

6PanelA 列（4）和列（5）的结果显示，在管理费用较高的企业中，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对异地子公司数量的影响在 5%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在管理费用较低的企业中该

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若保持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不变，高管理费用企业通

常面临更高的组织协调与治理压力。在此情境下，行业标准制定能够通过在技术

流程、管理制度、信息传递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形成一致规范，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内

部组织成本，进而增强母公司在设立异地子公司过程中所需的管理协调与治理

能力。

表6 生命周期、异地市场和管理费用

变量

Panel A
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样本量

R2值

Panel B
行业标准制定水平

样本量

R2值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1）
成长期

0.208
（0.504）

2373
0.162

有异省份

客户

-2.799*

（1.509）
270

0.291
是

是

是

（2）
成熟期

0.476**

（0.206）
8701
0.134
无异

省份客户

0.415***

（0.160）
17019
0.150
是

是

是

（3）
衰退期

0.222
（0.208）

5735
0.168

有异省份

供应商

-2.129**

（1.060）
326

0.434
是

是

是

（4）
高管理费用

0.409**

（0.199）
8075
0.139

无异省份

供应商

0.396**

（0.159）
16976
0.148
是

是

是

（5）
低管理费用

0.223
（0.292）

8109
0.154

是

是

是

注：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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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制定者与跟随者

前文主要聚焦企业作为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行为如何

深刻影响企业的异地投资决策。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是，对于那些并未

直接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即所谓的“标准跟随者”，其异地投资的处境又将如

何？研究发现，标准主导企业对跟随企业的异地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详见附

录六。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企业在依托跨区域设立子公司实现边界扩张时，本质上是在内部组织成本与

外部交易成本之间寻求最优均衡。本文考察了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这一权衡及异

地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显著促进了异地投资。

机制分析揭示，该效应的核心在于标准制定优化了内部组织管理，通过降低人力成

本、提升劳动配置效率及强化质量控制能力，有效压缩了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成本；

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未发生显著变化。可见，行业标准不仅是一项外部技术规范，

更是一种能够重塑企业组织能力的内生治理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行业标准制

定对成熟期企业及高管理费用企业的异地投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反映出管理复

杂度较高或组织能力较薄弱的企业从中获益更大。此外，异地客户与供应商能够

替代子公司的市场开拓与供应链管理职能，降低了企业通过内部化方式设立异地

子公司的必要性，这揭示了外部市场网络与内部组织扩张之间的替代逻辑。值得

注意的是，标准主导企业在跨区域扩张中对跟随企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若缺乏

有效引导，行业标准可能加剧企业间的非对称竞争格局。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本部

分针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推动行业标准与企业内部治理深度融合，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政府应引导企业真正重视行业标准的内部治理效应，推动标准在日常管理中落

地实施，而非仅将其视为获取外部政策支持的工具。在标准实施阶段，可通过

开展标准化培训、编制操作指南等方式，帮助企业将标准要求融入人力资源管

理、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在标准复审阶段，建议增加面向企业的

标准化内部效率提升评估反馈机制，将劳动配置效率、产品质量合格率等指标

纳入动态监测体系。这既有助于企业识别标准化带来的实际改善，也为标准复

审和修订提供微观依据，推动形成“标准实施—效率反馈—动态修订”的闭环治

理路径。

第二，强化对跟随企业的激励，推动标准制定的公平参与与成果共享。当前，

主导企业在标准制定中掌握较强话语权，并借助标准优势进一步巩固技术地位与

市场优势，导致跟随企业在参与渠道、意见采纳等方面面临明显障碍，也难以借助

标准化提升异地投资能力，甚至处于被挤出的不利地位。为此，政府应设立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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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补贴、中小企业标准参与配额等激励措施，帮助跟随企业积极融入标准制定过

程，推动其技术优势、创新成果和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行业标准。同时，应推

动标准信息的公开透明，落实技术许可的公平合理原则，降低跟随企业的合规成

本，争取形成主导企业与跟随企业之间的共赢格局。这不仅是促进公平竞争的题

中之义，更是落实“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国家

战略的具体抓手。

第三，鼓励企业主动展示标准实施成效，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实

证结果显示，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并未显著带来市场需求增长、媒体关注提升或

分析师预期改善，说明标准化投入本身难以被市场自然识别。因此，企业应重视将

标准实施成果进行可视化展示，通过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

渠道，具体说明标准如何提升了质量控制或技术性能。通过主动传播，企业可以将

内部管理改进转化为外部可感知的市场信号，增强客户信任与品牌认知，从而强化

在异地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政府可通过优秀案例评选、宣传平台搭建等方式予以

引导，助力企业实现“标准—治理—品牌—市场”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支撑“质量强

国”与“品牌强国”战略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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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ulemaking to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on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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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cross-region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is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Firms， as the primary carriers of capital mobility， expand their boundaries mainly by 
establishing subsidi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firms 
can reduce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s， such as search， bargaining， and monitoring costs， 
by internalizing activit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occur in external markets by establishing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subsidiaries. However， establishing subsidiaries across regions 
also increase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burdens， including coordination costs， agency 
problems， and cultural frictions. Therefore， the expansion of firm boundaries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changes between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and organizational costs.

Currently，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explicitly emphasizes the need to “resolutely 
remove obstacles impe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ighlight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unifyi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rules of the market.” Industry 
standards， as uniform technical norms and market rules， provide a common “technical 
language” for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CRI）. By enhancing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areas 
such a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norms， industry standards strengthen firms’ ability to efficiently replicat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Therefore， industry standard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factor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ross-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how a firm’s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affects both its organizational and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 turn， its decisions 
regarding CR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firms’ investments in other region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primarily stems from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cluding reductions in labor costs， improvements in workfo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ed quality control capabilities， while external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do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standard sett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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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andard setting on CRI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mature stages or those with 
higher management expenses. Moreover，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can partially substitute for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subsidiaries， reducing the necessity of internalizing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reby 
lowering the need to establish subsidiaries.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firms leading 
standard-setting activities exert a clear crowding-out effect on follower firms’ CRI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main ways. First， regar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firms’ CRIs.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explained such investmen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scal incentives，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is a 
novel study to examin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In addition， it extends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firm involvement in standardization. 
Due to data limitations， prior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firms as passive adopters of 
standards. Although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begun to explore firms’ proactive role in standard-
sett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cross-regional market expansion remain unexplored. This study 
bridges these two research streams by linking firm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with CRI behavior.

Second，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integrates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into the firm 
boundary framework for the first time，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model of 

“standard setting-internal organizational and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s-CRI.” This 
provide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influences firms’ geographical expansion.

Third， in practical terms， industry standard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at both the 
firm and national levels. For firms，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has a marked 
effect on internal governance， fostering consistency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norms， thereby effectively reducing 
organizational costs and facilitating boundary expans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 unified standardization system enhances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weakening regional barriers and 
mitiga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This func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words： Industry Standards； Corporate Standardization；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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